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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發展理論與「鄉村建設」

──參與式發展理論中的本土來源與貢獻

⊙ 崔效輝

 

發展是當今世界性的主題，對發展的結果──現代化即獲得現代性，各發展主體基本上是沒

有異議的，但對用甚麼樣的手段來發展，不同時空條件下的發展主體卻難以取得共識。由於

各個國家和地區自然條件、歷史傳統的差異性很大，發展的手段實際上也不可能是一致的。

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的傳統發展理論所包含的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理論背景

是二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高速發展，因此，「傳統發展理論所要求的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核

心是經濟增長」1，希望通過經濟增長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的『中心』國家接軌。「如果現代

化只包含一個方面的內容，比如只包含經濟發展，事情也許就簡單多了」。2但「現代化是一

個多層面的進程，它涉及到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的變革。」3而且「這些變革終究會波及

到與已擁有現代化各種模式的國家有所接觸的一切民族」4。近幾十年的發展實踐表明，真正

能與發達國家接軌的只是極少國家和地區。作為現代化理論分支的「依附」理論認為，大部

分發展中國家在獲得現代性的過程中出現了「內在殖民化」或「拉美化」現象。所謂「內在

殖民化」，是指在一個國家內部，以城市為代表的相對先進的部分、地區和階層與國際資本

連接起來，剝削這些國家的落後部分、地區和階層，形成內部的依附關係，造成「兩極分

化」。5所謂「拉美化」是指社會的階層結構呈很不合理的金字塔型，經濟增長的成果被佔社

會成員人數很少的主導性階層分享殆盡，處於社會中下層的城市貧民和農村無地、少地的農

民沒有機會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果，這種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與社會之間的結構失

衡現象被稱為「拉美化」。6巴西、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國家

在二十世紀60、70年代有著當時世界上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社會階層結構的畸形使其喪

失了繼續發展的動力。由於不能使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果，引發許多

社會問題。社會長期動蕩不安，販毒活動、恐怖活動猖獗，左翼游擊隊長期與政府分庭抗

禮，販毒集團、恐怖組織和左翼游擊隊都能在城市和農村的貧民中找到自己的後備軍。這些

國家仍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艱難跋涉，「並落入為世人詬病的『萬劫不復』的鎖定狀態」。7,

6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良性運行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分享發展的成

果，那怕社會的下層分享成果的比重小一些，這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改進」。如果不能這

樣，甚至以犧牲一些階層的利益為代價來謀求發展，就會陷入一種有增長沒發展的「內卷

化」（Involution）8狀態，因此，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的傳統發展理論的有效性正在受到懷

疑。

二十世紀60年代以後逐步形成的參與式發展理論，是作為對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的傳統發展

理論的反思與批判的面目出現的。與現代化理論相比，參與式發展理論是一種微觀發展理



論，它強調尊重差異、平等協商，在「外來者」的協助下，通過社區成員的積極、主動的廣

泛參與，實現社區的可持續的、有效益的發展，使社區成員能夠共享發展的成果9,7。

參與式發展的基本原則是：建立夥伴關係；尊重鄉土知識和群眾的技術、技能；重視項目過

程，而不僅僅看重結果。10,7各國專家、學者對「參與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參與式是人們相互間的一種自願貢獻；

2. 在農村發展中，參與式就是讓人民自主參與項目的決策、實施、利益分配及監督和評估；

3. 社區的參與意味著社區人們有權力和責任參與揭示自身的問題，指出自身的需要，評估自

身的資源，並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4. 參與式就是通過組織起來，通過自身努力，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創造；強調當地人的參與，

由外來者協調和幫助。促進當地人進行調查和分析，分享調查和分析的結果，達到使當地人

自我分析、做出計劃和採取相應的行動。11,7

參與式發展的思想核心就在於：強調了發展過程的主體是積極、主動的人，只有人的發展在

項目實施過程中得到強化，這種發展才是可持續的、有效益的發展。

二十世紀90年代，參與式發展的理論和實踐被引入中國，目前以「反貧困或公益如自然保

護、生態恢復等項目為多。項目也逐步擴大，從農業、林業發展到農村能源、衛生保健、婦

女、供水、教育等領域，從純粹的自然保護拓展到生產與保護相結合，從單目標擴展到綜合

發展，從農村項目向小城鎮發展項目擴展12。」雖然參與式發展理論、方法和實踐是伴隨國

際合作項目在二十世紀的最後10年被「引進」中國的，但筆者認為參與式發展理論並不完全

是「舶來品」，在我國二十世紀20、30年代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及後來的相關實踐

中，鄉村建設運動的實驗者創造和運用了大量的參與式發展的理論、方法，尤其是鄉村建設

運動的兩大流派的「鄒平實驗」和「定縣實驗」更是如此。

「定縣實驗」的領導人大多受過很高水平的現代西式教育，對西方文化有較多了解並深受其

影響，晏陽初及其主要同事被認為具有強烈「現代化」或「西化」的傾向，因此，「定縣實

驗」也就顯得現代或開放一些；相比較而言，「鄒平實驗」的主要領導人受中國傳統文化尤

其是儒家思想的影響更多一些，梁漱溟及其同仁則被視為「保守派」或「文化守成主義

者」，「鄒平實驗」也因此顯得更傳統或保守一些。儘管有這樣的差異，但兩大流派「都比

較重視鄉村建設人才的培訓，也都認為農民的主動參與是鄉村建設成功的前提。」 13實際上

都創造和運用了大量的參與式發展的理論、方法。

作為一名活躍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梁漱溟被稱為二十世紀中

國「最後的儒家」。一般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差異很大，基本上是現代化的阻

礙因素，但二十世紀後半葉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實踐表明，儒家的某些思想可以

與現代化並存，甚至成為現代化的推動力量。14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後的儒家」梁漱溟，

除了其文化哲學思想非常著名外，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及其20 世紀30年代在山東鄒平領導

的「鄉建」實驗也是廣為人知，並引起廣泛爭論的。實際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是有

關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一整套設計方案，而非僅僅是為了解決鄉村問題。正如他自己所

說：「我所主張的鄉村建設，乃是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是僅止於鄉村問題而已」。15梁



漱溟認為中國社會的崩潰源於中國文化的失敗，必須把引自西方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

術」應用於鄉村，構造新的社會組織，復興農業，從農業引發工業，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才能

完成中國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復興。

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運動在山東鄒平的實驗，是一種全方位的社會綜合發展實驗，其參與

式發展的理論與方法創新集中體現在其「鄉農學校」的組織結構上。「鄉農學校」是梁漱溟

在引進西方文化的長處「科學技術」和「團體精神」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儒家傳統而設計的

一個地方自治組織，並非是國民教育意義上的「學校」。梁漱溟認為它與當時的「鄉村改進

會」有些相似。16這樣的鄉村組織就「是極力啟發鄉村自力為主，極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團

體組織，極力讓眾人對團體生活為有力的參加」。17梁漱溟認為「鄉村問題的解決，天然要

靠鄉村為主力。我們組織鄉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決問題的主力。」 18但單靠鄉村人自己

是解決不了鄉村問題的，因為「鄉村人對於問題只能直覺的感覺到，而對於問題的來源他不

能了解認識」。因此「鄉村問題的解決，第一固然要靠鄉村人為主力；第二亦必須靠有知

識、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術（這些都是鄉村人所沒有的）的人與他結合起來，方能解

決問題。」19

「鄉農學校」由四部分人構成：校董會（日常行政管理），校長（監督、訓導），教員（外

來者），學生（全體鄉民）。除教員外，鄉農學校的其他成員都是當地的居民。鄉農學校給

當地的居民提供了一個聚會的機會和場所，這對於散漫而又無組織習慣的農民來說是很重要

的，更為重要的是，「假使他們不十分聚合時，我們的教員（鄉村運動者）要設法從中做吸

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使他們聚合。假使雖聚合而談不到問題上，則我們要提引問題，促

使討論，假使他們雖談到問題。而想不出解決之道，將付之一嘆的時候，我們要指出一條道

路，貢獻一個辦法，或彼此兩相磋商研究出一個辦法。因為單使他們設法，往往無法可設；

單是我們出注意，又往不能切和實際而可行。現在我們要與他們和在一起，想出辦法或能合

用也。」20外來的新知識、新方法必須與當地村民的「鄉土知識」相結合，才能產生解決當

地問題的辦法。「好法子的產生，一定要經過：一面是對問題頂親切的鄉村人，一面是有新

知識、新方法的有心人，兩面接頭，兩邊逗合；把他們的意見、他們的辦法，經過切磋，經

過陶煉，然後才能是一個合用的法子。這個法子，從其效用上說，因為是新的，一定有效

用；從其切合實際問題上說，因其是經切磋陶煉的，一定能行的通。」21

參與式發展理論認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當地居民積累了豐富的鄉土知識，這是他們參與

發展的基本能力。長期與當地的自然資源打交道，能體會到貧困意味著甚麼，更有發展的迫

切願望，也能夠理解自身所面臨的政策環境，22因此，參與式發展理論特別重視當地居民的

鄉土知識和已有技術、技能。參與式的過程和方式提供了一個場所和機會，使得各方不斷地

進行談判並在發展干預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達成妥協與共識，這是達成有效率的並使目標

群體收益的發展干預的前提。23 「鄒平實驗」正是這樣做的。

經過與外來者的合作，通過當地人積極、主動的參與，找到了解決某一問題的辦法，這樣就

促進了村民之間的關係，增加了合作的氣氛，有利於進一步的合作，解決更多的問題。「如

此則越作越有組織，越有組織越作」，這樣鄉農學校就充實起來，成為一個「活」的組織，

這樣組織是尊重差異、因地制宜的。各鄉農學校不必有相同的課程，「各鄉校事實上必須應

付它的環境來解決問題，才能發生我們所希望的作用與效果，故須自有它因時因地制宜的功

課。」 24例如，有匪患的地方就搞自衛訓練 ，在山區宜林的地方就組織大家造林，在產棉



區，就「幫助他選用好種子，指導種植方法，然後再指導他們組織運銷合作社」。25 「鄉農

學校可以隨時成立種種短期的職業補習班，或講習班，在實地作時就與他講解；如養免、造

林、織布、養蠶、烘繭等等。又因此可以隨宜成立種種組織；如林業公會、機織合作、棉花

運銷合作、儲蓄會、禁賭會等等數不盡。」26各地的鄉農學校應因地制宜確定自己的工作重

點和工作方法，「村學鄉學的工作盡可能的作，不勉強著非如何不可」。27與此可以對比的

是，二十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政府為掃除農村中的文盲，進行了廣泛的社會動員，也獲得

的農村知識份子和廣大農民的積極響應，農村教育得到較快發展，成人識字率也大幅提高。

但是，這種成果並未能得到鞏固。因為，「鄉村正規教育完全脫離鄉村生活的實際，它僅僅

為學生升入高一級學校服務」。28農村學生使用的是與城市學生一樣的「統編」教材，教學

的內容完全脫離鄉村社會的實際和農民的生產勞動。如果農村學生預期自己不能升入大學，

跳出「農門」，那他讀書的衝動就會大大減弱，這是農村流行「讀書無用論」的重要原因，

當然也就是農村中文盲不斷再生、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提高緩慢的重要原因。實際上，鄒平

鄉農學校的教育是廣義的，教員的責任也是廣義的教育功夫，兼有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兩方

面，而社會教育的內容則包括社會改良運動和社會建設事業兩大類，因此，鄉村建設研究院

要求教員們應隨時與村民保持聯繫，注重社會活動，多與村民進行溝通、交流。

強調當地人的積極、主動的參與，並不排斥外來專家和學者的作用，這與參與式的原則也是

一致的。鄉農學校的教員是一個新知識、新方法的體現者，當地農民通過他與外界建立聯

繫，來尋求解決當地問題的技術與方法。這個教員是社區外來力量的代表，他來自鄉村建設

運動這個大系統，與外界有密切而廣泛的聯繫。他「所以能夠常常不斷的新，所以能夠解決

問題，不是他本人的力量，而是由於他是從這個大的系統來的」。29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才是

落後地區的稀缺資源，獲得這種稀缺資源是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因為鄉村地區的弱勢群體

（Disadvantaged Group）只有通過這些人才，才能夠有機會利用社區外的技術、資本等外部

資源，才能成為強大的社會行為者，掌握自己的命運。30

強調自主、尊重差異，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通過外來者的幫助，尋求解決當地問題手段與

方法，這是「鄒平實驗」的精髓所在，也是參與式發展理論所主張的基本原則。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晏陽初在法國為華工服務，深感華工不識字的痛楚，首創華工速成識字

班，通過一年多的能力，使華工識字人數由當初的20%上升到38%。31華工的學習能力和學習

意願啟發了晏陽初回國從事平民經驗的決心。晏陽初回國後即投身平民教育事業，並於1926

將「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部遷往河北定縣，把定縣作為中國社會綜合發展的實驗縣。

「定縣實驗」很快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鄒平實驗」一起成為二十世紀20、30年

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兩大主流派別。晏陽初及其同仁相信這一實驗成果不僅對中國將有大

裨益，還對世界其他各國農民生活的改善也將有積極的貢獻。

「定縣實驗」的主要領導者大多是留學歐、美的博士、碩士和國內主要大學教師、學生，

32在當時就積極爭取國際力量參與「定縣實驗」，對外交流很多。更重要的是晏陽初從事鄉

村改造事業60餘年未間斷，與諸多國際發展機構、學術機構和諸多國家政府及非政府組織

（NGO）有廣泛的聯繫，其鄉村改造的經驗被廣泛應用於亞、非、拉各地，對參與式發展理論

的貢獻頗多。

晏陽初認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愚、弱、窮、私可以通過教育來克服，要實現「除文盲、做新

民」的目標，單讓農民識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張實施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救愚，生計教育



救窮，衛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晏陽初及其同仁在深入農村、向農民學習的基礎上提

出了「四大教育，連環進行，相輔相成」的主張，「逐步發展的四大教育相輔相成過程，明

白說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衛生協助農民健康而增加生產。農業生產計劃又協助教育的推

行，農民親自體驗識字讀書才能有新知識新技術。教育又協助合作社的發展，如何記賬、經

營運銷都需要知識技術能力。這充分表現四大教育互相環結、同時進行的重要性。」33實際

上，定縣實驗並非僅僅是平民教育實驗，而是一項綜合社會發展實驗。正如晏陽初本人認識

的那樣「鄉村建設雖始於鄉村，但並不止於鄉村，它不過是從擁有最大多數人民的鄉村下手

而已，它的最終目標當然是全中國的富強康樂，因而奠定世界和平」。34這種綜合發展的經

驗，對國際發展援助機構有很大的影響，「海外若干機構，如美國的第四點計劃、和平工作

團及教會團體都認識這一重要性，力求避免重蹈以前分散、片段分別進行的弊害」35。

晏陽初認為，任何社會革新計劃都應有當地人積極參與，否則很難成功，「一項革新計劃，

如果沒有本地人的參與，一定是短命的，難以長久，改造工作無能實現」。36有了當地人的

主動參與，還要發揮專家的作用。為了把科學技術應用到農民的生產、生活方面，晏陽初提

出了「科學簡單化，農民科學化」的主張。「定縣實驗」創造了研究、訓練、表證（示

範）、推廣這種四步遞進的方法來普及科學技術，「定縣實驗昭示：以訓練做準備，以表證

為方法的實施制度，農業科學確實可以深入民間。40年來，這種制度不僅在中國實行有效，

即現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若干國家也仿行有效。」37 1972年菲律賓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實

施的「農民學人」計劃（The Farmer-Scholar Program）可被視為定縣經驗的發揚光大。這

一計劃的方法是：每一鄉村選擇4-6人，接受某種技術培訓，受訓後即成為「農民學人」，由

「農民學人」傳授5名「表證農民」，然後由「表證農民」訓練「推廣農民」。38這種方法既

考慮了農民的實際需要，又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把科學技術與農民的生產、生活

緊密地結合起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要比我們目前的「科技下鄉」、「科普大蓬車」效

果要好得多。「定縣實驗」在把科學技術引入農村的同時，強調要重視和利用農民的鄉土知

識，「農業的科學化，只可漸進不能突變；以土產及土法應用為研究改進的方法，實為成功

的基礎。」39 「定縣劉玉田號」小麥品種當時被中央農業實驗所認定為「華北小麥珍貴品

種」，這個品種就是農民劉玉田在「平教會」專家的指導下培育的。40

「定縣實驗」在推行合作事業時，特別強調要尊重農民的意願，培養農民的自立，注重貧困

農民，提倡小宗放款，使需要用貸款的合作社成員都有機會。定縣合作事業的原則是：合作

事業是農民自動的，切忌以『條件允許』、『越俎代庖』為提倡的手段；應注意這是多數平

民的組織，勿使少數人以慈善心理與官場手腕一手包辦，尤須屏絕不良分子參加；對於無產

的良好生產者多加注意，勿專為小資產信用打算；村合作單位的經濟活動，應統一組織，連

鎖進行，以信用為中心，運用購買連鎖生產三方面。借收資本管理互相為用的經濟效能；應

有嚴密周詳的會計制度；實事求是，不論新舊事業的進行，都須具有經濟上的穩妥性；勉勵

參加的農民努力與自強，勿稍存競爭牟利觀念，避免外來攻擊。在資金運用上曾規定「應注

重農民本身資金的培養，並提倡小宗放款，使有需要的社員都有享用的機會，更應嚴禁用於

非生產方面」。41 「定縣實驗」在衛生保健方面的可貴探索既使對今天中國農村衛生保健事

業來說，也有諸多可借鑒之處。實驗期間，在每村培養一名農民保健員，在每區鄉設一保健

站，在縣城成立巡迴醫療隊。衛生制度建設注重預防，推行實習表演，用農民能接受的方式

普及基本衛生常識，在沒有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用簡單的實用技術防治定縣死亡率最高

的天花和腸胃疾病，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大大改善了定縣人民的健康狀況。而在二十世紀的最



後10年，中國最富裕的浙北地區，「村內通常無公共衛生設施，塘水混濁，路旁的垃圾、污

水隨處可見。因此，鄉村公共衛生狀況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因為導致這一變化的條件

（包括村民衛生意識的根本改變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的增加等等）尚未具備。」42這說明

缺乏社區成員積極、主動的參與，缺乏外來者引入的有效方法、手段，即使在富裕的地方也

沒能很好地解決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公共衛生問題。

「定縣實驗」不僅大大推動了二十世紀20、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在抗戰期間還把其實驗

工作推向湖南、四川，並於1940年10月28日在四川成立中國鄉村育才院，培養農村發展人

才。晏陽初提出要讓人民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並認為「在人民接受文化、生計、

衛生和自治這四大教育之後，就能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中國打下牢固的基礎」，43更為

重要是二十世紀50年代以後，晏陽初把其在中國從事鄉村改造實驗所取得的經驗，廣泛用於

亞、非、拉各國，並不斷加以改進，對參與式發展理論的形成有重要貢獻。1945年11月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成立時，「定縣實驗」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的瞿世英是中國代表，他根據中國平民教育經驗提

出的建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採納，「這是中國推行平民教育的真實價值，影響及與全世

界」。44晏陽初也曾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身份到世界各地訪問、考察，並據自己在中國的

經驗給該組織諸多有益的建議。1952年晏陽初參加菲律賓的鄉村建設事業，1967在菲律賓創

辦「國際鄉村改造學院」（HRR），致力於培養世界各國的農村發展人才。國際鄉村改造學院

工作人員的九項守則與參與式發展中的參與式農村評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的原則頗為相似：(1)深入民間（Go to the People），(2)與平民打成一片(Living Among

the People)，(3)向平民學習(Learn form the People)，(4)與平民共同商討鄉村工作

(Plan With the People)，(5)從農民已知的地方著手(Start With What They Know)，(6)

在現有的基礎上建設(Build on What They Have)，(7)不遷就社會而是改造社會(Not to

Conform but to Transform)，(8)應注重整體綜合發展(Not Piecemeal but Integrated

Approach)，(9)不應單獨的救濟而應啟發人民的力量 (Not Relief but Release)。45國際鄉

村改造學院不僅致力於農村發展人才的培養，還將其發展的經驗推向世界，在亞洲除菲律賓

外，泰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拉丁美洲的哥倫比亞、危地馬拉、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加納

等國家都在用晏陽初的農村發展經驗來促進鄉村建設。國際鄉村改造學院不僅與諸多大學和

研究機構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還為各國政府和國際發展機構培養人才，「1978年美國和

平工作團的17成員到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受訓」，「同年非洲的阿爾及利亞也選送發展官員來

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受訓」。46 「1981年1月泰國政府派社區發展部官員25人到國際鄉村改造學

院受訓」，47這只是其中的幾例。

二十世紀初晏陽初先生所倡導的「平民教育（Mass Education）、」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oratory）途徑，特別是他提出的「平民自治（Self-Government）」很大程度上與參與式

發展中強調的「自我組織」和「自立」的觀點不謀而合，並且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

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學與民主的實施以及以後的農村教育事業都有著深遠的影響。48晏陽

初以定縣經驗為藍本，以鄉村改造學院為依托，不斷實驗、探索，鼓勵當地人民自發組織起

來改進農村社會，培養農民的自立精神，尊重當地人民的意願並利用人民已有知識技能，為

這些地區的農村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經驗被國際發展結構加以吸收利用，是參與式發展

理論的形成的重要源泉。

與參與式發展理論所要求的不同，二十世紀50年代後，從合作化、大躍進到人民公社，我們



執行的是一種「趕超戰略」，這種戰略要求集中全國有限的人力、物力、資本於少數產業或

行業，以達到在短時間內、在某些方面的「趕超」目標。但這種「以犧牲經濟整體進步為代

價的少數產業的趕超，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受保護產業沒有

競爭力，利潤低，經濟剩餘少；受壓抑產業沒有資本，也難以形成有效的生產力，因此也提

供不了足夠的資本積累。」49為實施這種趕超戰略，國家必須加強對農業剩餘的控制，其結

果是在違背農民意願的基礎上確立了國家與農民之間強制性的交易關係，因為，無論是合作

化，還是人民公社化，這種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交易秩序是一種人為的設計，而不是

像市場經濟的交易秩序那樣是一種自然秩序或擴展秩序。」50哈耶克（F. A. von Hayek）認

為：「這種擴展了的秩序（Extended Order）並不起源於人類的設想和意願，而是自發地來

到人間：它來自人們對某些傳統的實踐，尤其是對道德實踐的無意尊奉。」51顯然，這種制

度設計違背了農民的意願，農民也就缺乏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農民雖身處集體之中，但

卻是「被組織」或「他組織」，而不是「自組織」。雖然在集體化時期「國家的徵購數量」

有大幅度的增長，但這是以農業勞動邊際效益遞減為代價的。52到1978年，「農民（社員）

人均從集體分到的收入為72.5元......總收入為133.57元，平均每天0.365元。當年全國城鄉

存款215億元，農村社員儲蓄55.7元，人均6.93元。八億農民實際上都在溫飽線上掙扎。」

53改革開放以後，農民獲得的部分生產自主權，但國家同農民之間的強制性交易關係仍未得

到實質性的改變，農業生產者所處的談判地位是非常不利的，農業的經濟地位仍然是工具性

的。54這說明「趕超戰略」仍然主導著我們的發展思維，其具體表現就是把「發展」理解為

片面的經濟增長，試圖把「如何分蛋糕」的問題等同於「如何作蛋糕」的問題，有意無意地

忽視了對經濟增長的「倫理追問」。實際上，農民問題是個政治問題，而非僅僅是個經濟問

題，55更不能將其等同於技術問題（技術進步、規模經營、產業結構調整等）。這種「趕超

戰略」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使中國社會正在變成一個「斷裂」的社會，與改革早期人人受益

的「帕累托改進」不同，「到了90年代，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導致社會狀況的自

然改善。在經濟增長的成果和社會成員的生活之間，經濟增長和社會狀況的改善之間，出現

了斷裂。」56與這種「趕超戰略」所代表的現代化理論不同的參與式發展理論，雖然是一種

微觀發展理論，其價值取向卻是以人為本的，這解決了落後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誰是發

展的主體」？「誰是發展的受益者」這樣的根本問題。它在解決區域發展方面的有效性正越

來越受到重視。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各地自然條件、文化傳統差異很大的發展中國家來

說，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當地的各種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在當地人民積極、主動的參與

中形成一種可持續的、有效益的發展就變得更為重要。

梁漱溟與晏陽初在二十世紀20、30年代領導的鄉村建設實驗，其精神遺產是我們今天農村建

設的一筆寶貴財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沒能很好地繼承和發揚這筆寶貴的精神遺

產。在參與式發展理論、方法被「引進」我國，「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在我國方興未艾之時，我們更應珍惜這筆寶貴的本土精神遺產。梁漱溟先生和晏陽初先生在

我國發展建設中的歷史地位應予高度評價，正如美國學者艾愷在《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

中國現代化的兩難》一書中指出的那樣：「並非任何事情都宜於根據我們眼見的成敗去認識

和估量。多次去鄒平後，我覺得，本來是他對了，他提出的確實是建設中國的長期方

案。......他的思想在當不易為人們所接受。不過，一百年後回顧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家，

或許只有他和少數幾個人才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為歷史所記住。」57 二十世紀40年代，晏

陽初在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

於恐懼的自由）的基礎上，提出應使人民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其平民教育及農村



綜合發展的思想被認為具有革命性的貢獻。1943年，「哥白尼逝世四百年全美紀念委員會」

將晏陽初、愛因斯坦、杜威等10人評為當代最具有革命性貢獻的偉人。58毫無疑問，艾愷對

梁漱溟先生的評價同樣適合於晏陽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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